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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加强基础研究座

谈会上强调：“基

础研究是整个科

学体系的源头，是

所有技术问题的

总机关。”

基础研究是

大树的根系，树上

结出的每一片叶

子、每一颗果实，

都依赖根系吸收

的水分和养分。

没有根，树会枯

萎；没有基础研

究，我们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会失

去根本性的支撑。

基础研究何

以重要？它真的

无比高冷吗？这

个“源头”和“总机

关”和普通人的关

系又是什么？我

们邀请三位专家

探讨。

人们关注华为实验室、数学家姜礼尚
说明全社会对基础研究战略价值的认知

在深化

记者：在5月8日播出的《新闻联播》节目中，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的“芯片基础技术研究实验
室”公开亮相，任正非也罕见出镜。同一天，我国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姜礼尚教授在上海逝世，网
友纷纷留言悼念。人们关注华为、关注数学家，
究竟是在关注什么？

张成岗：这可以看出，大家内心深处对科技
自立自强与基础研究根基还是很关心的。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是华为全球最大的研发
中心。在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格局下，华为的突破不
仅是企业个体的成就，更承载着公众对国家科技自
立自强、突破“卡脖子”难题的期待。著名数学家、应
用数学领域杰出开拓者姜礼尚教授逝世后引发广
泛悼念，说明全社会对基础科学人才高度敬重。

华为所代表的“技术攻关”，与数学家所代表
的“理论根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源头，尖端技术的突破
便如无源之水。这印证了一个重要趋势：全社会
对基础研究战略价值的认知正在深化。

李万：中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科技与文
化，却与近代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在科技史中，这
种现象有一个专业术语——“李约瑟难题”。李
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
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
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
年，美国学者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
题”。今天，人们关注华为、关注数学家，本质上
是在关心今天及未来的中国，是否可以不再与科
学的大变化趋势失之交臂。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肇端于近500年前欧洲
的“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以实验为重要依托，是摆
脱现实生活的一种思想实验。如牛顿第一定律中
的场景（物体不受外力情况下保持静止或匀速运
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绝对存在。利用牛顿力学，
科学家推演出了海王星的存在，虽然那时人们还没
有观测到这个硕大的行星。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
创造的最具想象力的知识体系，它赋予了技术和工
程强大能力。人们关注华为和数学家，是希望通过
现代科学，创造出中国人的新辉煌新成就。

小小一部手机背后
是超过25名“诺奖”得主作出的贡献

记者：关于基础研究，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基
础研究没那么重要，把国外的基础研究成果拿来
用，不香吗？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基础研究？

严凯：基础研究常被误解为“无用之学”，这
一认识源于其成果往往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直
接的经济效益或技术应用。应用技术好比一个
数列的逐项逼近，而基础研究则决定了这个数列
的“极限值”。没有这个“极限值”的指引，无论进
行多少项次的逼近，整个序列都可能走向发散。
基础研究正是为技术发展设定极限与边界条件
的奠基性工作。

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告诉我
们，基础研究是一切技术进步的源头。一个国家
如果依赖他人提供基础科学知识，无论其工程能
力多强，终究会陷入被动，这不是香，而是很危险。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无一例外
都源于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牛顿的万有引力
定律统一了天与地，使人造地球卫星成为可能。
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组统一了电与磁，预言了电
磁波的存在，为后来的无线电通信、电力系统乃
至整个电气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图灵等人提
出的计算理论与图灵机模型，为现代计算机科学
和人工智能搭建了数学公理化的框架。

在中国数学史上，也有很多案例生动揭示了
发现与扶持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性。1930年，时
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在上海《科
学》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
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论文。作者仅有
初中学历，那时正在金坛一家小店做店员，但其逻
辑之严密、功底之扎实，令熊庆来大为惊叹。熊庆
来力排众议，破格邀请这位名叫华罗庚的青年到
清华大学工作。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改变
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命运——华罗庚成长为世界级
数学家，其培养的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

“1+2”的世界领先成果，为中国数学赢得了国际声
誉。基础研究的人才往往藏于意料之外的地方，
而识别并扶持这些人才的“伯乐”，其远见卓识本
身就是对基础研究规律深刻把握的体现。

李万：当朋友们在看我们这篇文章的时候，
或许用的是手机。

你可知道，小小一部手机，能够来到我们手
中，背后起码有10个诺贝尔奖成果、25名“诺奖”
得主作出了贡献：手机存储，巨磁阻效应，2007年
物理学奖；主板，集成电路，2000年物理学奖；“续
命”的锂电池，2019年化学奖；散热，石墨烯，2010

年物理学奖；外壳，高分子材料，1953年、1963年、
1974年、2000年化学奖……这些“诺奖”得主的成
果，都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

基础研究堪称人类认知的“前哨”，是探索人
类发展“无人区”的战略工具。可以说，基础研究
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生活状况密切相关。但是，人
们认识到这一点，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即
便在基础研究强国的美国，也是如此。

严凯老师刚提到的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无
尽的前沿》，于1945年7月发表，正式奠定了今天
科技政策的重要基石。其实，早在1883年8月15
日，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
兰就发表了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的“为
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他指出：如果美国人
不重视纯科学研究，将会重蹈两千多年来中国人
的覆辙——中国人只重视技术的应用，而从不关
心背后的原理。因此，可以说，基础研究，关乎每
一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
尽可能地关注基础研究、理解科学思想、掌握科
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

拧动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
下游的一切都将发生系统性重构

记者：“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
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以“源头”和“总机关”
两个关键词定义基础研究的价值，具有怎样的深
层考量？

张成岗：总书记的这两个比喻，深刻揭示了
基础研究在科学体系和技术创新链条中的根本
性、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

从“源头”的维度看，基础研究是知识生产的
起点，是原始创新的根本来源。任何重大技术突
破，本质上都源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没有法
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力工业
和通信技术；没有量子力学的建立，就没有半导
体芯片和激光技术的诞生。

从“总机关”的维度看，基础研究不仅决定着
一个国家原始创新的厚度，更决定了科技发展的
方向和主动权。如果把技术创新比作一座大楼，
基础研究就是控制整座大楼电力、水力和信息流
通的总机关——一旦这个机关出了问题，整个科
技创新体系就会陷入停滞。在高端芯片、航空航
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正是基础理论层面的
短板导致了“卡脖子”困境。

严凯：“源头”与“总机关”这两个比喻，从数
学的角度看，恰好对应着公理体系与特征方程两
个核心概念。在一个数学理论中，公理是整个演
绎体系的源头，所有定理都由公理出发经由逻辑
推导而来。所谓“源头”，是指任何技术问题的最
终解释都必须回溯到基础科学的第一性原理。
而特征方程的解则决定了整个动力系统的基本
行为，一旦其性质发生变化，系统的稳定性、振荡
模式乃至长期演化轨迹都将随之彻底改变。这
正是“总机关”的深层含义，拧动这一机关，下游
的一切都将发生系统性重构。

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源头”和“总机关”的
比喻还隐含着一个命题：基础研究不能简单按

“需求牵引”的逻辑来组织。因为需求总是滞后
的、局部的，而基础研究的成果是超前的、全局
的。如果等到技术瓶颈出现才投入基础研究，那
么从原理突破到技术应用的周期将使我们永远
处于追赶状态。因此，将基础研究定位为“源头”
和“总机关”，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超前布局的科
学思维和治理理性——我们必须为尚未出现的
技术问题预先储备原理层面的解决方案。

很多技术瓶颈的根源不在工程层面
而在于对底层科学原理的认识不够深刻

记者：我们在鼓励自由探索的同时，为什么
还要围绕芯片、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推动从技术
问题回溯科学原理？

李万：从科研到产业并非“单行道”。1997
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发表遗作——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对科学研
究的分类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第一象限，

“纯基础研究”，以探求知识为主，被称为“玻尔象
限”。在第三象限，“纯应用研究”，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主，被称为“爱迪生象限”，正如爱迪生围绕
解决实际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发明创造。第四象
限，所谓“探索性研究”，是由好奇心驱使的、系统
性探索特殊现象的一类研究。这是一种不稳定
的研究象限，它可能会发展为玻尔象限，也可能
进入爱迪生象限，也被称为“皮特森象限”。

第二象限“巴斯德象限”，反映了科技创新发
生的一种变革性趋势。19世纪，巴斯德在解决酒
变酸问题过程中，通过“搜寻产业关键瓶颈因
素”—“开展关键问题科学归因”—“提出工程技
术解决方案”的三步法，发明了“巴氏消毒法”。
这种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揭示了，要想实现科学
上的突破，除了鼓励和支持科学家们去自由探
索，更要鼓励和支持科学家们面向实际问题，运

用科学思想、方法和知识，在找到“完整具体的答
案”过程中，实现重大突破。

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
科技创新范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一方面，在
AI驱动下，大量技术的跨界组合，持续产生各种颠
覆性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创
新，亟待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一起共同实施产
业导向的基础研究。诸如为了增强动力电池的续
航和安全性，就需要开发新材料、新器件、新工艺
等，其中则涉及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严凯：现在很多人喜欢强调基础研究必须是
“自由探索”，要给科学家充分的自主权，这个主
张我非常认同。但是我同时也认为，在国家战略
亟需的关键领域，我们不但不能“躺平”等成果，
反而更应该以问题导向倒逼基础理论的突破。
之所以要“从技术问题回溯科学原理”，是因为很
多技术瓶颈的根源并不在工程层面，而在于对底
层科学原理的认识不够深刻。

芯片领域的光刻机理、材料电子结构、量子
隧穿效应，新能源领域的催化反应动力学等，每一
个技术问题背后都站着一组尚未完全解决的科学
原理问题，本质都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不
是“自由探索”能够偶然撞上的，它们需要研究者
带着明确的技术约束回到基础层面，在“已知的需
求”和“未知的原理”之间建立桥梁。这种“逆向基
础研究”与“正向基础研究”同样重要，甚至在特定
历史阶段更为关键。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三
钱”力排众议，选择56项重要科研项目，并确定原
子弹、导弹等六个紧急项目重点实施，最后周恩来
总理亲自拍板。这对我国基础研究意义重大，也
为我国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围绕芯片和新能源等技术问题回溯科学原
理，我们真正追求的是让有限的基础研究资源用
在“刀刃”上。在方向明确、时间紧迫的关键领
域，问题导向恰恰能够促进数学、物理等基础学
科最有才华的青年人投入到最紧迫的国家需求
中来。这并不违背科学精神，而是将个人兴趣与
国家需求相结合，最终将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别用“计件工资制”来催生
让青年学者们敢于向上捅破天

记者：重视基础研究，应有怎样的人才观？
张成岗：这是一个关乎“创新动力源”的核心

命题。
重视基础研究，本质上是要构建一套超越“功

利化评价”的战略人才观。基础研究的特质决定了
它无法通过工业化的“计件工资制”来催生。基础
研究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加强基础研究，必须树立
尊重规律、崇尚原创、长期稳定、宽容失败、精英引领
的科学人才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树立长期主义的人才观。重大科学发现和理
论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往往需要研究者数十
年的潜心钻研。2025年被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爆
发之年，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在AI领域
取得的成就，其根源在于数十年前数学家们对概
率论、统计学和神经网络理论的长期积累。因此，
评价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不能按照“短平快”的
标准，不能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而应当建立
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长期评价体系。

树立鼓励原创、宽容失败的人才观。真正的
原创思想往往源于对现有知识范式的突破甚至
颠覆，也必然伴随着更大的失败风险。大学是最
好的创新平台，要对学问宽容，允许做看似没有
意义的研究，让青年学者们敢于向上捅破天。如
果对研究者过于“项目化”和“任务化”，总是用短
期成果和确定性的目标去衡量，那些敢于探索无
人区、敢于挑战经典理论的原创型人才就会被边
缘化，基础研究就会变成在既定轨道上做文章而
不是开辟新的赛道。

树立教育优先、贯通式培养的人才观。只有
长期重视基础教育，才有产业振兴的人才土壤。
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的厚度，归根结
底取决于基础教育播下的种子能够长成怎样的
森林。基础研究的突破依赖潜心研究、甘于坐冷
板凳的卓越的科学家，但科学家从何而来？来自
整个社会的教育土壤，来自对青少年好奇心、求
知欲和批判性思维的悉心呵护。

严凯：人才观的重塑是基础研究制度建设中

最核心也最困难的环节。
基础研究的人才成长周期远超应用研究。

一个优秀的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其创造力的
高峰期往往在35岁之后，而此前的十年甚至更长
时间是“沉默期”。我们的评价体系，无论是职称
评审还是项目考核，需要对这种沉默期有足够的
制度耐心，“静待花开”。

基础研究不是简单由任务驱动的，而是由好
奇心驱动的。“从0到1”的原始创新往往不是能够
提前规划出来的，而是常常来自那些敢于“胡思
乱想”的学者。图灵的工作在生前并未被充分认
可，伽罗瓦的群论思想在其时代被视为“不可理
解”，但这些恰恰证明了创新往往需要超越当下
的认知框架，其价值常常需要时间来验证。我们
的学术共同体应当建立一种文化，对创新思想的
宽容与鼓励，不仅是一种学术风范的体现，更是
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基础研究的突破，常常来自学科交叉。比如
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近年来
与机械、能源、光电等院系建立了多个联合培养
项目，目的就是让数学人才在成长过程中就浸润
在真实的技术问题中，避免有时候存在的纯数学
的洁癖问题与应用数学的浮躁问题这两种极端。

企业最贴近市场需求和产业前沿
不是仅仅“掏钱”，而是“下场一起干”

记者：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怎么理解“企业主导”四个字？

张成岗：以往，企业往往被视为技术成果的
“接收方”和研发经费的“出资方”，高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基础研究、产出理论成果，企业负责将其
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企业主导”的提出，恰恰
是要打破这种线性分割的模式。企业不再仅仅

“掏钱”，也不再站在产学研协作链条的末端被动
等待成果输出，而是要“下场一起干”，在产学研
深度融合中走上前台、担当主导方。

为什么必须是“企业主导”？因为企业最贴近
市场需求和产业前沿，最清楚哪些基础理论问题
是制约技术进步的关键症结。“企业主导”更深层
的价值在于，它为主体多元、利益各异的产学研协
作建立了一个明确的“牵引者”和“整合者”。由企
业作为主导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出题”，高校和
科研院所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答题”，最终成果回
到企业“验题”并走向产业化。这实质上是将市场
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贯通
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从基础理论突破到技术攻关
再到产业应用的闭环系统，把科技创新的源头活
水源源不断地引入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需要明确的是，“企业主导”不是要削弱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地位，而是要让他们在更有针对性
的战场上发力，从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接地
气的国家创新体系。

李万：企业是实现科技成果价值的最重要载
体，创新型跨国公司是决定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关
键因素。以OpenAI、英伟达、SpaceX、特斯拉、阿斯
麦（ASML）等为代表的美欧企业，在人工智能、商业
航天、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攸关全球发展与安
全的重要领域，占据了关键地位，影响甚至引领着
技术经济浪潮的走向。按长波理论，当前正处于上
一轮科技革命创生的科学知识逐步“耗尽”、大量“异
常”持续累积以逐步引爆新一轮科学革命的阶段。

一方面，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前沿技术未来
产业，基础研究已经由企业承担与实施，像定义
芯片基本架构的ARM公司，再比如，DeepSeek梁
文峰已在顶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等。这是因为未
来产业中的大量的诀窍类知识，更多地来自处于
应用场景最前线的企业。

另一方面，企业组织科研的方式灵活高效，
更符合前沿技术未来产业快速迭代的需求。

还应看到，在全球环境迅速变化的时代，“不
出海就出局”的严峻挑战下，企业需要更快地消
弭与高校院所之间的“知识鸿沟”“技术势垒”，实
现技术能力的快速获得与提升，进而尽快地在全
球范围内建立起新的技术标准和产业规制。因
此，企业必须成为由产学研用等构成的产业创新
生态的主导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常少华）

基础研究“源头”和“总机关”之喻
是在强调一种超前布局的治理理性

一部手机背后，起码有
10 个诺贝尔奖成果、25 名

“诺奖”得主作出了贡献。
杜宇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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